
2020.11 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LABOR ECONOMY AND LABOR RELATIONS

1 引言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全世界大规

模爆发，已有215个国家和地区受到疫情影响，大批

企业延期开工，甚至正濒临破产边缘。不过，在科技

和自动化不断发展的21世纪，企业面对这一危机有

了更多的“自救”方式。除了 IBM、微软等科技类企

业外，制造业与服务业中的众多企业也采用了减少

复工人数或全员线上办公的模式。企业通过在线远

程办公的形式，使员工足不出户也可以完成工作。

但是，在线远程办公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其具体的工

作效果以及产生的影响还有待研究。在线工作方式

并非新生事物，企业以往采用该类工作方式多数是

基于办公方式的收益与成本视角考虑，是主动选择

行为；而新冠疫情则是扩大在线办公使用规模的催

化剂，客观上给各国企业和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

战。尤其对于依赖计算机技术的行业如设计、电商

等，在线远程办公可能不仅是企业在面对疫情时被

动采取的应急措施，甚至会成为今后企业主动选择

的办公发展趋势。在主动及被动模式在线远程办公

混合的情境下，企业如何有效利用这一新型办公方

式则是其成功的关键。

在线远程办公是我们工作观念和工作场所变化

的体现。最初，远程办公被定义为在传统工作场所

之外工作，并通过电信或计算机技术与之通信

(Nilles，1994；Olson & Primps，1984)。早在移动电话、

笔记本电脑等现代化设备为员工提供远程工作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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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前，就已经有企业安排员工在办公室之外完成

工作。从那时开始，远程办公就重新定义了人们对

工作的方式和地点的看法，并促使管理者重新审视

如何评估绩效和监督员工。此外，在线远程办公还

预示着员工和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变化。

自Nilles(1975)首次提出“远程办公”一词以来，

在线远程办公就被认为是一种治疗各种组织和社会

弊病的方法。这种新型办公方式可以满足员工对健

康工作和家庭平衡的需求(Shamir & Salomon，1985)，
甚至被认为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Handy &
Mokhtarian，1995；Novaco，Kliewer，& Broquet，
1991)。此外，远程办公被誉为是帮助组织降低不动

产成本的战略(王若琪，张爽，2018)。
一直以来，除了以上远程办公对企业以及社会

的大范围影响，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于其对员工的

具体影响，并将其对员工的影响主要分为积极方面

和消极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有研究发现在线远

程办公加强了工作和生活的连通性，拓宽了家庭的

边界，将其变得更富有渗透性及弹性(Leung，2011)，
使得进行在线远程办公的员工应对工作的能力和灵

活性大大提升，进而提升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Diaz，
Chiaburu，Zimmerman，& Boswell，2012)和工作控制感

(Richardson & Thompson，2012)。但是在线远程办公

并不只有这些受人瞩目的优点，也有研究表明这种

新型办公方式会对员工产生负面影响。与站在“积

极”视角的研究结论相反，已有对于在线远程办公持

“消极”态度的研究发现，在线远程办公方式会对员

工的工作心理脱离造成阻碍 (Park，Fritz，& Jex，
2011)，进而引发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Boswell &
Olson Buchanan，2007；Derks，van Duin，Tims，& Bak⁃
ker，2015)，且很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负面的健康问题，

如失眠、抑郁等生理问题(Arlinghaus & Nachreiner，
2013，2014；Lanaj，Johnson，& Barnes，2014；Schieman
& Young，2013)，以及心理问题，如消耗大量情绪导

致工作情绪耗损(Derks，van Mierlo，& Schmitz，2014)
和工作倦怠(Derks & Bakker，2014)等。

综上，在线远程办公是一把双刃剑。在受疫情

影响而不得不选择在线远程办公的形势下，企业能

否趋利避害，使员工更合理地进行在线远程办公，是

企业应对危机的重中之重。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

系统梳理和述评，以期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未来研究

有所启发：其一，比较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对在线远程

办公的内涵、类型、测量及认知属性判别等方面研究

的异同，为将来开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实证研究奠

定了基础；其二，从边界理论、压力交互模型以及工

作要求—资源模型等理论视角对在线远程办公的前

因研究进行了述评与分析，为进一步厘清其产生机

制、区分主动及被动在线远程办公方式提供了依据；

其三，对在线远程办公的影响效果、作用情境因素等

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辨析，述评了该主题的研究局

限及未来研究方向，为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和情境

变化提供了可能的研究议题。

2 在线远程办公的内涵演变及理论视角

2.1 在线远程办公的内涵演变

Nilles(1975)是首位提出“远程办公”概念的学

者，他将其定义为“员工在工作场所外进行工作”。

Bailey和Kurland(2002)强调远程办公的工作方式，将

远程办公的定义更新为“员工在传统工作场所之外

工作，并通过电信或计算机技术与企业通信”，并发

现了管理者对采用远程办公犹豫不决的态度。伴随

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Gajendran和Harri⁃
son(2007)通过元分析丰富了定义中的通讯互动对象

并将远程办公定义为：使员工在主要或中心工作场

所之外的其他地方完成任务的一种工作安排，员工

通常使用电子媒体与组织内外的其他人互动。随

后，Verbeke，Schultz，Greidanus和Hambley(2008)从地

点及频率视角拓展了远程办公的内涵，将其定义为

利用通信技术进行工作，具体形式可以包括在家、在

远程办公中心、或主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其他工作场

所，每周至少工作一天。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远程办公相近的变量“工作

性通讯工具使用 (Work-Related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fter Hours)”应运而

生。王笑天、刘培和李爱梅(2019)的研究重点关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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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时间运用工作性通讯工具，将其定义为“员工

运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比如智能手机以及电脑等在

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事务”。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

与在线远程办公主要的区别在于：工作性通讯工具

使用强调在非工作时间工作，而在线远程办公则强

调在非工作地点进行工作。而当员工在非工作时间

且非工作地点进行远程办公时，工作性通讯工具使

用的概念就与在线远程办公的概念发生重合。因此

本文将这一概念放在这里一并进行讨论。综合以上

在线远程办公相关内涵及定义演变的整理如下表 1
所示。

通过以上整理发现：以往讨论在线远程办公包

括对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的研究，大多只强调员工

工作场所的变更，而忽视了员工工作时间的边界问

题，并未将其与定义相似的“工作联通行为”进行详

细区分。工作联通行为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定义为，

个体在非工作时间利用通讯工具等处理工作或进行

职场社交(Richardson & Benbunan-Fich，2011；袁硕，

唐贵瑶，2018)。本研究认为工作联通行为主要强调

时间边界(袁硕，唐贵瑶，2018)，重点关注员工是否在

非工作时间内办公；而在线远程办公则强调地理边

界，关注于员工在非工作场所利用通讯工具进行办

公的情况。结合在线远程办公内涵演变过程，本文

认为在线远程办公可以定义为“员工在常规工作时

间运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如智能手机及电脑等，在

工作场所之外的其他地方处理工作事务”。

2.2 在线远程办公的三类主要理论视角

以边界理论、压力交互模型、以及工作要求—资

源模型等理论为基础，学者们分别从家庭导向以及

工作导向分析了在线远程办公的特点及影响机制

等，具体可见下页表2。
首先，最常用来解释在线远程办公对员工的影

响的理论为边界理论。根据边界理论，边界可以被

定义为两类：偏好边界也就是期望的边界，以及执行

边界也就是实际的边界(Ashforth，Kreiner，& Fugate，
2000；Kreiner，2006)。其中“偏好边界”指的是个体

内心想要的虚拟边界，而“执行边界”则是指个体实

际生活中已经拥有或新创建出的位于核心生活领域

的实际界限。以往研究中，有研究者表示支持这两

种界限进行交互，认为个体的执行边界中的一部分

为偏好边界 (Kossek & Lautsch，2008)。而 Ammons
(2013)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这两种边界属于彼此存

在区别同时也相互具有联系的关系，只有当个体的

执行边界与其偏好边界相符的时候，该个体的边界

才得以匹配，即边界匹配。而当个体的边界匹配时，

其工作和家庭才得以更好的平衡 (Ammons，2013)。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表1 在线远程办公的内涵演变

年份

1975
2002

2007

2008

2019

主要研究者

Nilles
Bailey & Kurland

Gajendran & Harrison

Verbeke et al.

王笑天等

内涵定义

远程办公：在工作场所外办公

远程办公：员工在传统工作场所之外工作，并通过电信或计算机技

术与企业通信

远程办公：使员工在主要或中心工作场所之外的其他地方完成任

务的一种工作安排，员工通常使用电子媒体与组织内外的其他人

互动

远程办公：利用通信技术进行工作，具体形式可以包括在家、在远

程办公中心、或主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其他工作场所，每周至少工作

一天

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员工运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比如智能手机

以及电脑等处理工作事务

演变方向

仅定义了工作地点

增加关注了工作方式

强调了通信互动对象

更关注工作地点及

频率

更强调使用现代智能

通讯技术进行办公(相
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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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ons(2013)也进一步证实了当人们所处的工作环

境较为自由灵活的时候，人们可以更好地将其自身

的偏好边界与实际边界进行匹配，也可以更好地实

现其偏好边界，这种高度的边界匹配可以减少员工

的工作家庭冲突，并且带来更好的工作与家庭平

衡。而在线远程办公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员工足

够的工作自由，满足了其平衡工作和生活需要的需

求。因此，员工的偏好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满足，

进而实现其偏好边界与其实际执行边界之间的更好

边界匹配，进一步促使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由此

说明，在线远程办公可以通过增强员工的边界匹配

程度进而为员工的工作与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如

更好的工作与家庭平衡。与之相反，Boswell和Ol⁃
son-Buchanan(2007)的研究关注在边界理论中的角

色转换部分，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角色转换是指

员工在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进行的心理或行为

转换，以实现其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平衡(Ashforth et
al.，2000)。Boswell 和 Olson-Buchanan(2007)认为在

线远程办公会干扰员工家庭职责的履行，进而造成

工作与家庭角色间的冲突增强，这一观点在随后的

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Fenner & Renn，2010)。而

基于边界理论角色转换的最新研究发现，在线远程

办公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增强作用与削弱作用

有可能同时存在，即不同的情境下存在相互矛盾的

结论(Delanoeije，Verbruggen，& Germeys，2019)。Del⁃
anoeije等(2019)指出：由于相关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

性，未来可以探讨何种情境条件、何种中介机制会影

响在线办公的影响结果。

但是，以上有关边界理论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在

线远程办公的整体层面。为了对在线远程办公的属

性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以便分情况探讨其对员工带

来的不同影响，Lazarus(1999)利用压力交互模型

(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也称 TMS模型)作为理

论支撑对远程办公行为进行了属性区分。压力交互

模型重点关注于员工的认知评价层面，解释了在线

远程办公为何要被区分属性，以及如何通过不同的

认知评价被区分成不同的属性类别。根据压力交互

模型，某一外部客观因素之所以会对个人产生影响

和作用，并非只是由于该因素的自身原因，而应该是

在综合了该因素以及个人根据环境等因素对该客观

因素所做出的认知评价后，个人所获得的结果(Laza⁃
rus，1999)。

与之相似地，近年来王笑天等(2019)在此基础上

认为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可以为划分在线远程办公的具体属性类型提

供更加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

表2 在线远程办公三大理论视角辨析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理论基础

边界理论

压力交互模型

工作要求—资源

模型

主要研究者

Ammons，2013

Boswell & Olson
Buchanan，2007

Lazarus，1999

王笑天等，2019

导向

家庭导向

家庭导向

工作导向

工作导向

关注点

偏好边界与执行边界统一，达

到边界匹配

角色转换

基于员工认知评价对在线远

程办公属性区分

在线远程办公属性判断(工作

要求或工作资源)及其对个人

资源影响

影响过程

工作环境灵活、边界匹配、工作家庭

平衡、提升幸福感

干扰员工家庭职责履行、增强工作-
家庭冲突

员工认知评价、在线远程办公属性判

断、压力导致负向影响

员工目标确立、员工认知评价、在线

远程办公属性判断、工作要求消极影

响或工作资源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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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由于与工作相关的因素势必会对员工的个人资

源造成一定影响，通过这一影响的区别可以相应地

将工作因素分为工作资源以及工作要求两大类。王

笑天等(2019)认为个体首先会设定结束工作后的个

人目标(包括工作型目标、平衡型目标和非工作型目

标)，随后会分析在线远程办公会如何作为工作要求

或是工作资源影响自己个人目标的达成。其中工作

资源为积极因素，是指可以帮助员工达成其工作或

生活目标，对其个人资源损耗较低，甚至可以促进该

员工的成长以及其工作提升的一种资源。而工作要

求包含挑战性工作要求以及阻碍性工作要求(Craw⁃
ford，Lepine，& Rich，2010)，会通过损耗资源对个体

的工作发展分别造成正向及负向的影响。

3 在线远程办公的测量及认知属性判别

3.1 在线远程办公的测量

为判断员工是否进行在线远程办公，大部分学

者直接通过询问来判断员工的在线远程办公程度。

例如，Golden，Veiga和 Simsek(2006)的研究询问了受

访者：“作为一家公司的远程办公人员，在平常的一

星期里，你在家工作的时间是多少？”，得到的反馈从

3小时每周到 43小时每周不等，研究以此来判断在

线远程办公的程度。

此外，研究人员可以选择改编已有的“工作性通

讯工具使用”量表，将其规定的非工作时间扩展至包

括工作时间在内的大范围时间。例如，马红宇、谢菊

兰、唐汉瑛、申传刚和张晓翔(2016)在其研究中自编

了“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量表。该量表共三个题

目，用以测量双职工夫妻的在线远程办公情况，分别

交由夫妻双方作答，具体题项包括如“主管、同事或

客户因工作原因通过电话、邮件或消息(如，QQ、微

信)等联系我”等。量表采用李克特 5点量表计分，1
分代表“从不”，5分代表“非常频繁”，得分越高表示

在线远程办公越频繁。

而在元分析中，在线远程办公被设置成两分法

变量，来对是否采用这种新型办公进行判断。例如，

Martin和Macdonnell(2012)的研究中设置了两分法变

量来判断员工是否进行在线远程办公，还划分了从

每周一次到全日制的在线远程办公强度等级。

3.2 在线远程办公的认知属性判别

由于针对在线远程办公作用的讨论分为两个相

反的方向，想要深入研究在线远程办公对员工的具

体效果，首先要从使用者即员工层面对其进行属性

判断。王笑天等(2019)认为个体首先会根据个人与

环境因素设定结束工作后的个人目标(包括工作型

目标、平衡型目标和非工作型目标)，随后会分析在

线远程办公这种行为会如何影响自己个人目标的达

成，并依此将在线远程办公区分为四种不同认知属

性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不影响个人目标达成的无关事件

(Irrelevant Events)，产生于当在线远程办公持续时间

短，且只需要员工做出即时反应进行应对时。在这

种情况下，无论员工个体设立了怎样的个人目标，在

线远程办公持续的短暂时间并不会对员工的精力、

情绪等个人资源造成大量消耗，且除此之外，这种短

暂的在线办公也无法对工作任务的完成与否造成过

深影响。

而当员工需要花费时间持续地进行在线远程办

公时，在线远程办公势必会对员工个人目标的达成

造成影响。根据这一办公行为对员工个人资源所带

来的改变，可以将在线远程办公分为另外三种不同

认知属性类别，包括工作资源、挑战性工作要求以及

阻碍性工作要求。因此，在线远程办公的第二种属

性类型为对员工有益的工作资源，这种属性类型存

在于个人目标为工作型目标的员工中。工作资源可

以帮助实现员工的个人资源增益，不仅不会给员工

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反而还有助于员工的目标实现，

帮助其获得对工作的控制感、胜任感以及自我效能

感等个人资源(Schaufeli & Taris，2014)。在这种情况

下，员工会认为在线远程办公可以灵活地帮助其实

现应完成的工作，进而达成其个人工作目标，对其产

生增益效应。

与第二种类型不同的是，当个人持有平衡型目

标和非工作型目标的时候，由于在线远程办公会占

用员工达到平衡型目标或非工作型目标的时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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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为处理工作而无法照顾孩子和家人、无法进行

自身体育锻炼或与朋友出门聚会，进而使得员工自

身的资源被损耗，在这种情况下在线远程办公会被

认为是一种工作要求。根据这种在线远程办公的工

作要求与员工个人目标的冲突程度以及其对员工个

人资源造成的损耗程度，员工会将其进一步分成第

三种属性“挑战性工作要求”以及第四种属性“阻碍

性工作要求”。其中程度较小的持有平衡型目标的

员工倾向于将其划分为挑战性工作要求，这种要求

虽然会对部分个人目标的达成产生干扰，损耗个人

资源，但会使得个体在完成工作后有机会掌握新知

识，是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具有潜在报偿的工作

要求(Demerouti & Bakker，2011)。而影响略深的非工

作型目标持有者则偏向于将其属性评价为阻碍性工

作要求，这种工作要求是指阻碍个人职业发展和工

作目标达成的负面工作要求 (Schaufeli，Bakker，&
van Rhenen，2009)，应对这种要求需要员工消耗个人

资源(如情绪以及精力等)持续地付出努力，同时会使

员工产生焦虑等消极情绪，加剧其资源的受损程度。

4 在线远程办公的前因、结果、调节因素及其作

用机制

4.1 在线远程办公的前因变量研究

目前针对在线远程办公的前因变量的研究较

少，在被动突发事件、疫情灾害等客观的被动原因之

外，仍包括员工及企业层面的一些主动前因变量。

4.1.1 员工层面主动前因

首先，在远程办公模式刚刚兴起的时候，大量调

查数据表明雇员选择离开办公室工作的原因主要是

为了避免被打扰(Duxbury & Neufeld，1999；Hartman，
Stoner，& Arora，1992)。远程办公使得员工们可以在

家中工作，而不会被办公场所中的其他人干扰。也

就是说，躲避干扰成为了员工主动选择在线远程办

公的前因之一。

其次，性别也是主动选择远程办公的前因。传

统观点认为，远程办公对女性比男性更有吸引力，因

为职场中的女性在生活中仍然承担着较多照顾家庭

的责任 (Tingey，Kiger，& Riley，1996)。早期研究发

现，远程办公可以节省时间以及提供更大灵活性，这

对女性的吸引力比男性更大(Gordon，1976)。而随后

的一项关于远程办公的研究(Mokhtarian & Salomon，
1996)再次证实了这一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在

家进行远程办公。

此外，家庭中孩子的存在也会激励员工选择在

线远程办公。Giménez-Nadal，Molina和Velilla(2018)
的研究指出，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往往付出很

多时间和精力，包括孩子的起床或睡觉、课外活动、

孩子学校的活动等都需要家长的陪同。而远程办公

者在标准工作时间内可以花更多时间从事非工作的

休闲活动，并可以将工作责任分摊在非标准工作时

间，也就允许父母在工作时照顾他们的孩子。

4.1.2 企业层面主动前因

从企业层面来看，如果管理层认为远程办公为

组织带来的利益大于所消耗的成本，则这种新型工

作方式的采用几率会增加(Illegems & Verbeke，2003；
Verbeke et al.，2008)。基于这一观点，管理层的看法

是决定是否采用远程办公的关键，且需要有证据表

明选择远程办公对企业来说比其他选择更有效。为

了证实远程办公是否具有优势，Gajendran和Harri⁃
son(2007)通过元分析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为决

策者提供了统计依据，也证实了远程办公对企业成

果的影响。

4.2 在线远程办公的作用机制和结果

在线远程办公的影响机制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体

现出来，包括企业组织与社会层面以及员工个体层

面。最初关于远程办公的研究包括从性别对远程办

公成果的影响(Hill，Miller，Weiner，& Colihan，1998；
Hyland，Rowsome，& Rowsome，2005)到远程办公对社

会的经济影响(Mokhtarian，Bagley，Hulse，& Salomon，
1998；Salomon，Schneider，& Schofer，1991)。研究方

向主要包括探讨工作与生活平衡(Duxbury，Higgins，
& Mills，1992；Madsen，2003)，以及关于监督和控制

的管理理念 (Illegems & Verbeke，2004；Valsecchi，
2006)。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致力于探究远程办公是

否可以解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公平和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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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eke et al.，2008)。而现有探讨在线远程办公在

社会及组织层面所造成影响的研究较少，主要研究

结果包括：减少空气污染及交通堵塞(Handy & Mokh⁃
tarian，1995；Novaco et al.，1991)，以及降低企业的不

动产成本(王若琪，张爽，2018)。较多的研究关注于

在线远程办公对员工个体层面造成的影响，相关研

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方站在“消极”视角，认为在

线远程办公这种新型办公方式会损耗员工的一系列

资源，对员工及其家庭带来负面影响；而另一方面的

学者认为，在线远程办公属于积极的工作改变，会为

员工带来一定的增益效果。

4.2.1 在线远程办公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讨论在线远程办公对员工造成的消极影响

时，通常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线远程办公会增加个体的工作时间和

工作强度，进而引发对个人资源的损耗，并带来之后

的消极效应。当员工需要在常规工作时间外继续工

作，极有可能会有持续的额外工作压力，使得员工无

法放松、恢复身心。长此以往，员工的个人资源会被

损耗，幸福感也因此降低 (Shi，Zhang，Xie，& Ma，
2020；Xie，Ma，Zhou，& Tang，2018)。此外，Ayyagari，
Grover和 Purvis(2011)认为，通过这种方便便捷的方

式，员工理所应当会被要求长时间保持工作待命状

态，这种状态除了耽误员工的正常生活外，也使员工

感受到企业对其工作时长和强度持有的更高期待，

因而就潜在地增加了员工所感知到的工作负荷。当

员工感受到远超承受范围的工作负荷时，其个体主

观幸福感也就会受到显著的负向影响(冯一丹，李爱

梅，颜亮，王笑天，2017)。同时，Hoeven，van Zoonen
和Former(201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并认为在线

远程办公属于特殊的会损耗员工个体资源的一种工

作需求。当员工的个体资源被损耗后，可能会进一

步做出一系列的职场偏差行为如时间侵占行为等，

以此来缓解自己资源的损失(何玉杰，余敬，2020)，而
这种职场偏差行为最终会影响其工作绩效。

其二，由于在线远程办公常意味着员工在家中

处理工作事务，这很可能会消耗原本属于家庭生活

的时间与精力等资源，进而导致阻碍员工在家庭中

履行正常的家庭职责，最终成为员工工作—家庭冲

突的导火索(Boswell & Olson-Buchanan，2007)。Dux⁃
bury，Higgins和 Thomas(1996)早期的研究发现，进行

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的员工比起别的员工更容易遭

遇工作-家庭冲突。研究认为，在线远程办公本质上

属于一种变相的工作要求，这种工作要求渗透到了

员工的非工作领域，因此会对员工的家庭生活造成

一定干扰，进而导致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等问题，并

会降低其幸福感(Fenner & Renn，2010；Derks et al.，
2014；Koroma & Vartiainen，2018；吴洁倩，张译方，王

桢，2018)。
其三，有研究发现在线远程办公的方式会负向

影响员工的组织承诺，进而增强员工的离职意向

(Ferguson et al.，2016)。类似的结果也在 Arlinghaus
和Nachreiner(2013)的研究中被证实，该研究认为员

工的在线远程办公与其缺勤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

系。由于在线远程办公导致了员工与同事或领导之

间较少进行面对面交流，使得公司员工之间的人际

关系较为疏远(Gajendran & Harrison，2007)，进而加

强员工的离职意向或缺勤率。进一步来看，在线远

程办公对员工工作态度的上述影响也都会进一步影

响到员工的工作绩效。

其四，在线远程办公的频率过高或强度过大也

会导致员工的个人健康受损。已有研究发现，员工

进行在线远程办公，可能会导致员工混淆工作与非

工作时间，使其在非工作时间也无法心理脱离(Dett⁃
mers，Vahle-Hinz，Bamberg，Friedrich，& Keller，2016；
Park et al.，2011)，严重时会影响到个人的身心健康。

4.2.2 在线远程办公带来的积极影响

另一类站在“积极”视角的研究认为，在线远程

办公最为直接和突出的优势是能够让员工灵活地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工作，这可以大大增强员工

的工作控制感和工作灵活度(Leung，2011；Richard⁃
son & Thompson，2012)。曾有研究对 16位科技行业

的员工及其家庭成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研究，最终

表明在线远程办公可以使员工的工作自主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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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2013)。此外，有研究通过对 48位不同职业

的知识工作者进行访谈后发现：当员工采用在线远

程办公来完成工作任务的时候，员工所感知到的自

身工作自主性和工作灵活性将得以提升 (Mazma⁃
nian，Orlikowski，& Yates，2013)。Mazmanian等(2013)
的研究进一步从幸福感的角度对在线远程办公的积

极影响展开了探讨。在线远程办公被发现可以为员

工在常规的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之外提供处理工作

的机会，这种新型办公模式属于一种工作资源，在员

工工作灵活性和控制度升高后实现对其工作满意度

的提升，最终提升员工的幸福感(Mazmanian et al.，
2013)。

除此之外，在线远程办公对员工工作绩效及工

作满意度的积极作用也被证实。研究发现，在线远

程办公方式使得员工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完成工作任务(Ragsdale & Hoover，2016)，进而提

升员工的工作效率以及帮助其达成工作目标(Ches⁃
ley，2010)，最终使得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得以提升

(Diaz et al.，2012)。Funtasz(2012)的研究也发现，在线

远程办公可以有效提升人们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绩

效。此外，在线远程办公能够通过在工作领域中的

积极效应促进员工在家庭领域的资源收益，因此帮

助员工更好地履行工作与家庭职责。马红宇等

(2016)针对夫妻幸福感与工作性通讯工具使用的研

究就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通过对 278对夫妻进行

问卷调查，配对后分析得出丈夫和妻子的工作性通

讯工具使用均可以正向促进双方的家庭资源增益，

减少社会阻抑行为的产生，最终增加夫妻二人的幸

福感。类似地，Dockery和 Bawa(2018)发现，远程办

公有助于公平分配家庭责任。远程办公还可以弱

化员工的工作对家庭干扰，从而能够成为解决员工

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的方案(刘永强，赵曙明，2006)。
Golden(2013)也认为正是与工作资源相似的特性，使

员工的办公时间及地点更容易贴合自己的偏好，增强

其工作满意度以及工作绩效。这一积极的影响也会

对员工的家庭领域带来相应的积极效应，与工作中

的积极影响一起最终提升员工的个人资源。

4.3 在线远程办公效果的调节变量研究

以往学者主要关注于在线远程办公的作用机制

研究，对于调节因素的探讨较少。在为数不多的探

讨在线远程办公调节因素的文献中，主要从员工个

体因素、外部环境两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

4.3.1 员工个人因素

员工个人层面的调节变量主要被用来研究远程

办公对员工家庭层面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工作自

主性(Job Autonomy)缓和了远程办公与工作对家庭干

扰之间的负向关系，即具有更多工作自主性的远程

办公者无论远程办公的范围有多广，工作对家庭干

扰都没有明显下降(Golden et al.，2006)。这可能是由

于工作自主性较低的个人不太可能主动参与到工作

中，并且体验到较少的内在动机 (Hackman & Old⁃
ham，1976)，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大量的远程办公

来减少工作对家庭干扰，从而节省时间和压力。相

比之下，具有更大工作自主性的个人更能主动参与

工作，并有内在的动机，因此更倾向于将自身资源投

资于工作，而不是家庭。

此外，员工的责任感可能会调节在线远程办公

与家庭对工作干扰之间的关系。Shockley和 Allen
(2007)的研究表明，当人们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时，

空间和时间的灵活性对家庭与工作的平衡产生积极

的影响，而当人们的责任感较低时，结果是负向的。

因此Solís(2017)认为，责任感更重的人通过远程办公

更容易缓解其工作和家庭之间的高度冲突，而责任

感较低的人则相反。也就是说，责任感更强的远程

工作者可以更大程度地减少其家庭对工作的干扰

(Family Interference with Work，FIW)，这一点在其随

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Solís，2017)。
4.3.2 外部环境因素

外部环境的调节变量仍然大部分关注于在线远

程办公对员工家庭层面的影响，其中员工调度灵活

性(Scheduling Flexibility)可以调节远程办公对员工的

工作对家庭干扰的影响(Golden et al.，2006)。调度灵

活性是指远程办公者为了满足家庭需求而在工作完

成时必须调整的时间灵活性程度 (Baltes，Bri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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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ff，Wright，& Neuman，1999)。研究结果表明，如果

远程办公者在选择何时执行工作活动时具有更大的

灵活性，其由于远程办公导致的工作对家庭干扰的

减少率会进一步提高。

Golden等(2006)的研究还表明家庭规模(House⁃
hold Size)是远程办公与家庭对工作干扰之间的显著

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当远程办公者拥有更大的家庭

时，由远程办公导致的家庭对工作干扰的增长会更

加显著。相反，对于那些拥有更小家庭的人，远程办

公对家庭对工作干扰的正向影响并没有被加强。

此外，当关注点远离家庭而放在企业内部时，组

织中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实践被认为可以增强在线

远程办公对组织绩效的积极影响(Martínez-Sánchez，
Pérez- Pérez，de- Luis- Camicer，& Vela- Jiménez，
2007)。人力资源开发实践促进了员工的自主性及

责任感，同时提高了其进行远程工作的技能和能

力。这些员工会更愿意增加工作强度比如加班，也

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而这种自我效能感可以使

员工在工作中表现更好(Raghuram，Wiesenfeld，& Ga⁃
rud，2003)。因此，Martínez-Sánchez等(2007)提出了

组织中人力资源开发实践的调节作用，认为组织提

供的人力资源开发实践越多，远程办公的员工所产

生的积极组织绩效越多。

综上，整理关于在线远程办公的综合影响机制

如下页图1所示。

5 未来研究展望及建议

综合以往研究发现，在线远程办公是一把“双刃

剑”，既可能带来积极效果也可能引发消极影响。在

当下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大多数企业在经历了数

月的被动在线远程办公后，已经意识到这种新型办

公模式“利弊共存”的特征。今后，企业管理者可以

考虑主动选择在线远程办公的模式，充分利用其积

极效应、弱化其消极效应。而这就需要管理者明确

如何趋利避害以达到更好的应用效果。首先，在使

用在线远程办公时，企业应关注员工自身的情绪与

工作状态情况，与员工保持沟通并及时开展员工援

助计划，以缓解员工长时间开展远程办公过程中出

现的情绪低落、压力较大等问题。其次，企业应该在

合理的工作时长内，要求员工利用远程办公工具开

展工作。尤其在疫情期间，很多员工表现出因“二十

四小时在线办公”所导致的心力交瘁问题值得注

意。再次，采用多种方法增强在线远程办公的“仪式

感”与“纪律性”，提升员工的远程办公效率。比如企

业可以采用“云打卡”、远程办公每日一报等，在增强

员工工作灵活性的同时，强化在线远程办公的积极

作用。最后，企业应该给出明确的任务节点及安排，

以提升员工的工作投入度。员工也可以在明晰任务

后合理安排时间并明确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使

得其工作控制感得以提升，进而带来积极效应。

本文对在线远程办公的理论视角、内涵演变、测

量方法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梳理，搭建了该研

究主题的理论研究框架(详见图 1)，总结了现有研究

不足并指出未来研究应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深化内涵研究，开发中国情境下在线远程

办公的测量工具。以往对于在线远程办公的测量通

常仅关注员工是否在非工作场所使用通讯工具开展

工作的问题(马红宇等，2016)，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事实上，在线远程办公是一个多维度、多属性的复杂

概念，其内涵的界定与组织所在的文化情境也有一

定的关联性。因此，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从在线

远程办公的不同属性(主动或被动)出发，开发多维度

测量量表；另一方面，关注于不同文化特征是否会对

员工在线远程办公认知属性的判别产生影响，也是

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在权力距离较高的东方文

化背景下，员工更倾向于遵从权威，服从公司领导的

要求，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为服从领导的要求而进行

远程办公，而不顾自己是否自愿；相对而言，在权力

距离较低的文化背景下，员工更可能从主动自愿的

角度去界定远程办公的属性。这种员工对在线办公

属性的界定直接影响到概念的测量维度。

第二，多角度拓展在线远程办公的前因研究。

以往关于在线远程办公的研究大多围绕其所带来的

影响，而较少关注于为什么会选择在线远程办公这

种新型办公方式。在远程办公模式刚兴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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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前因的研究关注于员工避免被打扰的想法(Dux⁃
bury & Neufeld，1999；Hartman et al.，1992)。但随着

在线远程办公方式的更新，选择这种新型办公方式

的原因势必会发生改变，如疫情突发时主要是为了

避免新冠疫情扩大的被动适应，而目前疫情暂缓后

则大多是企业考虑到成本的主动选择。未来研究首

先可以从主动及被动两方面进一步对在线远程办公

的前因进行探讨，主动前因如企业的创新性、企业工

作模式(如弹性工作时间安排)等，被动前因如受到办

公场所地理因素限制、突发公共事件等。其次，组织

图1 在线远程办公相关研究
注：+表示增强，-表示减弱。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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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影响员工工作效果的重要外部因素，而现有

关于组织层面因素影响员工在线办公的探讨尤为缺

乏。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组织文化、领导风格等因素

对员工在线办公行为的影响。

第三，丰富在线远程办公的多层次与动态影响

机制研究。首先，就员工个体层面而言，针对在线远

程办公积极影响机制的研究较少。尽管有部分研究

已经证实了在线远程办公具有提高员工工作灵活

度、工作满意度等积极作用(Mazmanian et al.，2013；
马红宇等，2016)，但相较而言，更多学者仍然过于关

注在线远程办公的消极影响，如在线远程办公引发

的工作—家庭冲突、员工离职、员工幸福感降低等问

题(Ferguson et al.，2016；吴洁倩等，2018；王笑天等，

2019)。未来研究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在线远程

办公的积极效应，以期对在线远程办公的整体影响

机制有一个更加全面且准确的阐释。例如，可以关

注于在线远程办公对员工职场外人际关系、员工的

家庭和谐程度、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等因素的积极

影响。其次，从组织与社会层面来说，针对在线远程

办公对整体企业乃至社会的大范围影响研究极为短

缺。随着在线远程办公这种新型办公方式的逐渐推

广与使用，未来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这种办公方式

对于员工个人的影响，还应该放眼其对企业整体造

成的影响以及这种方式的潜在问题，以便企业及时

应对。最后，现有文献对于在线远程办公影响机制

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准确且多数基于静态视角，忽视

了影响机制的纵向动态过程。未来研究可以基于动

态视角，如研究在线远程办公的应用过程如何影响

其他变量以及这种影响关系的动态发展情况，进一

步构建动态机制模型。

第四，尝试从第三方视角探讨在线员工办公的

影响效果。当组织内部只有部分人采取在线远程办

公模式时，这种办公方式是否会对组织内其他员工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例如在最初

应对疫情时，大部分企业采取部分省内人员到岗复

工、省外人员在线远程办公的综合型办公模式；在此

情况下，到岗复工人员很有可能会受到其余远程办

公的未到岗员工影响。以往也有证据表明留在办公

室的员工会调整他们的工作模式，以补偿远程办公

同事和经理的缺席(Mirchandani，1998)。此外，在工

作场所正常办公的员工还反映，他们必须弥补远程

办公者因为不在公司所导致的问题，例如必须负责

处理客户的现场问题和“救火”(Duxbury & Neufeld，
1999)。长此以往，在办公室办公的员工势必会受到

在线远程办公人员的压力和影响。在非特殊情况

下，如果远程办公行为被认定为员工的一种逃避行

为，这种积极的新型办公方式反而可能煽起组织压

力的火焰，并增加所有员工的时间管理问题。因此，

日后的研究可以探讨在线远程办公对非远程办公员

工的影响，如是否增加其工作压力、带来时间管理问

题等。而如果将在线远程办公进行推广，那么如何

平衡新旧办公方式以及缓解其造成的员工与组织压

力也将是未来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五，进一步厘清在线远程办公的情境因素。

已有关于在线远程办公情境因素的探讨较少，且主

要围绕员工工作—家庭关系视角展开研究，如工作

自主性、调度灵活性和家庭规模等 (Golden et al.，
2006)。考虑到在线远程办公对员工的工作绩效等

工作相关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未来学者们可以扩

充对相关研究机制中调节变量的研究，如从组织与

个体匹配的视角探讨团队伦理氛围、道德型领导、组

织公平感知、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尤其是远程办

公的管理保障等是否具有调节效应，以及其如何调

节在线远程办公与员工工作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同时，考虑到文化层面的大体差异问题，与之相关的

变量如员工个人传统性、权力距离等也是值得探讨

的情境因素。此外，情境因素的研究也需要考虑到

未来整体研究机制的丰富。例如，学者们可以围绕

组织文化、领导反馈等进行情境因素的研究，探讨由

于在线远程办公弱化员工直接交流而导致的组织创

造力、认同感降低的问题。

6 结论

本文对在线远程办公的内涵、理论、测量及属性

判别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其“双刃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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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制及情境因素，总结了现有研究的局限并指

出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在管理实践方

面，结合当下新冠疫情的情境为企业提出了可借鉴

的管理启示。在互联网和高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

随着 SG技术以及各个在线远程办公工具的开发和

完善，地理距离将不再成为阻碍员工顺利办公的原

因。在疫情期间，大部分企业可能“非自愿”地被动

选择在线远程办公方式，其效果也各有不同。但本

研究相信，伴随对在线远程办公的深入研究，企业未

来可以主动选择在线远程办公，更快速地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主动利用好这一有力的工具提升组织工

作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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